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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适度

的经济差异有益于资源合理配置，但差异过大便会阻碍地

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自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

调发展规划》正式出现“湾区”概念至今，粤港澳大湾区的经

济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然而，由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及

政策倾斜程度不同，大湾区内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鲜

明的空间异质性。这不禁引发思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

展的重心轨迹在时间维度上怎样变动？空间演化规律与关

联模式是怎样的？驱动因子有哪些？显然，科学回答上述

问题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

值。

学术界已就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展开诸多探讨，成果颇

丰。早在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Von Thünen提出“农业区

位理论”，这一理论为区域经济理论奠定根基。至20世纪

70年代末，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备受学者青睐，研究视

角由宏观逐步转向中观，再聚焦到城市、县域等微观单

元[1]。在研究方法上，以传统统计测算为主（极差指数、变异

系数、Theil指数与Gini系数等）[2]，辅以空间统计学方法（Get-

is-Ord G指数、Moran’s I与Geary’s C指数等）[3]。在探寻驱动

因素方面，地理环境、政策扶持、产业结构及对外开放程度

等均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差异[4，5]。针对粤港澳大湾

区，周春山等（2017）[6]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

现多极格局，其中港澳的经济指数较高，广深的经济指数

增速较快。梁经伟等（2018）[7]基于拓展Cobb-Douglas生产

函数指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创新与金融发展是经

济差异的驱动因子。综上所述，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仍有深

入挖掘的空间。基于此，本文采用重心分析、Theil指数与探

索性空间分析（ESDA）等方法综合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

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

探寻区域经济差异的驱动要素。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1）重心分析模型。经济重心轨迹反映区域经济平衡

点的变动情况。若整个城市群由若干个子城市构成，i 城

市的中心坐标为（XiYi），以经纬度表示，Mi 为 i 城市的

经济属性值（GDP），则经济重心坐标为：

X̄ =（å
i = 1

n

Mi Xi）/å
i = 1

n

Mi

Ȳ =（å
i = 1

n

MiYi）/å
i = 1

n

Mi

（1）

经济重心空间移动距离公式如下：

Dl - k =C (X̄l - X̄k)
2 + (Ȳl - Ȳk)

2 （2）

其中，l 和 k 为不同年份；（X̄l Ȳl）、（X̄k Ȳk）分别为第

l 年和第 k 年的经济重心经纬度；C 为地理坐标（）转化平

面距离（km）系数，常取值111.111。

（2）Theil指数。常用于测算区域经济差异变化趋势，

T 值越大，表明城市间经济发展差别越大，公式如下：

T =å
i = 1

n

[(
Yi

Y
)log(

Yi Y

Pi P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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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为城市数；Yi Y 为 i 城市的GDP占总体的比

重；Pi P 为 i 城市的人口数占总体的比重。

为进一步从局域空间角度展示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

特征，本文按照中心城市群（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外

围城市群（其余7个城市）将Theil指数进行分解，探求区

际、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公式如下：

T = Tbr + Twr =å
i = 1

n

[(
Yi

Y
)log(

Yi Y

Pi P
)]+å

i = 1

n

{(
Yi

Y
)å j

[(
Yij

Yi

)log(
Yij Yi

Pij Pi

)]}

（4）

其中，T 为区域经济总差异；Tbr 和 Twr 分别为区际、

区内差异；Yij 和 Pij 分别为 i 区域 j 城市的GDP和人口

数；其余符号含义同上。

（3）全局Moran’s I与 Jenks最佳自然断裂聚类分析。

全局Moran’s I用于识别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程

度，公式如下：

I =
å
i = 1

n

å
j = 1

n

wij(xi - x̄)(xj - x̄)

S2å
i = 1

n

å
j = 1

n

wij

（5）

其中，S2 =
å
i = 1

n

(xi - x̄)2

n
为样本方差；n 为城市数；xi 是

城市 i 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wij 为地理距离空间

权重矩阵，以空间截面单元行政中心间直线距离的倒数表

征。根据李修彪和齐春宇（2015）[8]的研究，地理距离靠近

但并不相邻的城市间也可能存在相互辐射，Moran’s I的取

值区间为[-1,1]，大于0表示空间正相关，小于0表示空间

负相关，等于0表示空间分布随机。

Jenks自然最佳断裂聚类分析用于揭示区域经济差异

的空间分布[9]。利用ArcGIS软件的Jenks 自然间断点分级

功能，对2005年和2017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进行

聚类分析。

（4）地理探测器模型。该模型是一种测算因子X对Y

空间分异的决定力度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研究方法，其

变量无须满足线性假设，公式如下：

PDG = 1 - 1
nσ2

G

å
i = 1

m

nD iσ
2
GD i

（6）

其中，PDG 表示区域经济发展驱动因子探测力，nD i

为子区域里面样本的数量，n 为整体区域样本数，m 为子

区域的数量，σ2
G 为区域经济的离散方差, σ2

UD i
为子域经

济的离散方差。 PDG 的取值区间为[0, 1]，PDG = 0 说明

区域经济发展呈随机型分布，PDG 值越大，表明解释因子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越大。

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2.1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本文依据Rodrik等（2004）[10]的研究，以人均GDP衡量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原因如下：第一，人均GDP能够较为

客观地描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从现有文献来看，大

多数学者均采用这一指标度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11]。同

时，在借鉴以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4,5,7,12—14]，并兼顾数据可

获取性和指标质量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如下解释变量作为

探测因子，如表1所示。
表1 地理探测因子指标

探测因子

Y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代表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

自然地形

产业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

市场规模

分权化

劳动力资源

投资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人力资本

研发创新

指标说明

人均GDP（元）

平均海拔（米）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亿元）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人均预算财政支出（元/人）

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人均固定资本存量（元/人）

进出口外贸依存度（%）

就业人员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元/人）

人均R&D经费支出（元/人）

1.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广州、深圳、佛山、肇庆、东莞、惠

州、珠海、中山、江门9个城市与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

区，样本期为2005—201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与《澳门统计

年鉴》等，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1:

100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全。

2 实证分析

2.1 时空演变分析

2.1.1 经济重心移动轨迹

下页图1显示，2005—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重

心活动范围处在113°43'12″E~113°49'48″E和22°40'48″N~

22°48'46″N，大致呈“西北→北→东南”的偏移走势，集中分

布于深圳与东莞交界的珠江沿岸区域，总体偏于东南方

向，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呈“先降后升”态势，大湾

区的东部和南部地带是区域经济高密度地带。具体来说，

经济重心移动轨迹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5—2015年，经济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18.92km，逐步

靠近几何重心，说明区域经济发展的东西差异在逐步缩

小，南北发展趋于均衡；第二阶段为2015—2017年，区域

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偏移2.44km，逐步远离几何重心，说

明区域经济发展的东西差距在扩大，南北发展趋于不均

衡。经济重心产生此种移动轨迹可能的原因在于：2005—

2015年，随着《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

2020）》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降低了粤港澳间的关税及非

关税壁垒，弱化了三者间的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

加速了三者的合作驱动力由“市场”逐步向“制度”引导过

渡。同时，随着广东的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对港澳

的单向依赖也在逐渐弱化，三者间的生产、生活协作再次

得到深化，有效推动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

程。而位于区域东南方向的香港由于城市产业结构原因

受到全球金融海啸的严重影响，极化作用有所减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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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逐步回流。这段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重心西北方

向受力，区域发展趋于均衡；2015—2017年，尽管粤港澳

区域协作已上升至国家战略，三者间的生产、生活等方面

步入深化融合阶段，但原有基础、现实发展水平迥异等仍

会束缚地区均衡发展，以致呈现出高、低水平增长并存的

局面，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规划落实并未从本质上扭转这

种非均衡发展的态势，甚至还在一定程度扩大了城市发展

差距。

0 3km

肇庆
广州

惠州

江门

佛
山

中
山

图1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重心空间动态演变轨迹

2.1.2 经济差异来源构成

图2显示，2005—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总体

上呈“先降后升”的发展态势。具体来说，2005—2011年

区域经济差异快速缩小，表明在一系列合作机制的作用

下，粤港澳三者间的区域要素流动与整合效果明显；

2011—2015年经济差异缩小步伐明显放缓，这是由于自

2011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差异缩

小正与我国经济增速的走势吻合。从区际与区内差异来

说，区际差异与区内差异均在逐年缩小，区内Theil指数的

降幅略大于区际Theil指数的降幅。

T指
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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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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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差异
区内差异
中心城市差异
外围城市差异

图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变化趋势

进一步探究构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

结果如表2所示，样本期内Tbr/T 总的均值（52.42%）略大于

Twr/T总的均值（47.58%），表明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较

大。从中心、外围城市两大区域内部经济差异来看，外围

城市Theil指数变化幅度不大，即经济发展差异较小，可能

是由于外围城市间相互配合的程度尚待深化，其经济基

础、发展速度与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趋同特征。中心城市

Theil指数变化趋势与T 总大致相同，表明中心城市间经济

发展差异也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究其原因，香港作

为国际大都市，其经济发展水平起初大幅领先于广州、深

圳与澳门，但随着香港经济增速放缓，广州、深圳与澳门经

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慢慢缩小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差距，

使得这4个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而2015年

后Theil指数又小幅上升，这可能是由于澳门经济体量小，

而广州、深圳、香港的经济发展则呈现出齐头并进态势，导

致小幅扩大了经济发展差距。
表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的Theil指数及贡献率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T总

0.3506

0.3094

0.2720

0.2150

0.1916

0.1769

0.1577

0.1516

0.1436

0.1387

0.1252

0.1259

0.1267

区际差异

Tbr

0.1695

0.1485

0.1277

0.1026

0.0934

0.0855

0.0812

0.0815

0.0821

0.0809

0.0749

0.0722

0.0703

对T总的贡献率

0.4834

0.4801

0.4696

0.4770

0.4873

0.4837

0.5149

0.5374

0.5721

0.5830

0.5980

0.5734

0.5550

区内差异

Twr

0.1811

0.1608

0.1443

0.1125

0.0982

0.0913

0.0765

0.0702

0.0614

0.0578

0.0503

0.0537

0.0564

对T总的贡献率

0.5166

0.5199

0.5304

0.5230

0.5127

0.5163

0.4851

0.4626

0.4279

0.4170

0.4020

0.4266

0.4450

两大区域的差异

T中心城市

0.2152

0.1900

0.1706

0.1306

0.1126

0.1061

0.0886

0.0797

0.0685

0.0638

0.0525

0.0575

0.0610

T外围城市

0.0729

0.0762

0.0744

0.0695

0.0656

0.0590

0.0506

0.0497

0.0461

0.0450

0.0456

0.0454

0.0460

2.1.3 经济发展水平聚类

由图3可知，样本期内全局Moran’s I为正，在5%的水

平上显著，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集聚区

或“低-低”集聚区趋于相邻，极化现象显现。值得注意的是，

Moran’s I在2008年达到峰值（0.141），说明这段时期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集中分布格局，核心城市的吸引

效应发挥较大作用；2013年全局Moran’s I降至最低点

（0.089），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程度有所减

小，这得益于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均有较大提升，此时核心

城市的辐射效应发挥较大作用。此外，样本期内全局Mo-

ran’s I的最大值仅为0.141，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上的空

间集聚程度较低，尚待深化，各城市经济联系度不高。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份

Mo
ran

’sⅠ
指

数

0.16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0

图3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程度较

低，不宜采用传统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做进一步分析，本文

参考马勇和童昀（2016）[9]的做法，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点

分级法聚类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5级分别为：高、较高、一

般、较低、低），描述其空间分异情况，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由表3可知，200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

城市包括澳门、香港，较高的城市有广州、深圳，佛山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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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发展水平一般，东莞、中山发展水平较低，江门、惠州与

肇庆则位于低水平区间。而到2017年，香港由高水平降

至较高水平，广州与深圳由较高水平降为一般水平，惠州

由低水平升至较低水平。除上述城市发生变动外，其余7

个城市较为稳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阶层固化”态势，中南部地

带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即香港、澳门、广州与深

圳沿珠江口合围的“倒U”型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西

部与东部地带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则有待提升。

2.2 影响因素分析

从总体来看，多数影响因子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

的相对影响力均呈波动下降态势，仅有市场规模（0.981→

0.983）、劳动力资源（0.343→0.502）与对外开放程度

（0.205→0.365）呈波动上升态势。从各因素影响力的均值

来看，市场规模X4（0.983）>人力资本X9（0.976）>分权化X5

（0.895）>投资水平X7（0.886）>产业结构X2（0.544）>研发创

新 X10（0.496）>劳动力资源 X6（0.457）>金融发展水平 X3

（0.412）>对外开放程度X8（0.343）>自然地形X1（0.330），表

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由多种要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力

较大。另外，分权化、投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力次之，自然

地形因素的影响力最小。结合各影响因子的显著性水平

来看，只有市场规模与人力资本在历年均通过了10%显著

性水平检验（限于篇幅，P值不再列举），是显著影响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差异的主导因素。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市场

规模来说，在通常既定条件下，人口密度愈大，城市市场也

就规模愈大。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数量多、密度大，

但多为流动人口，且城市人口分布不均，导致区域市场规

模存在差异，未来如何让流动人口融入周边相对偏远的城

市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澳门、香港、广州与深圳4大

中心城市具备强大的“虹吸效应”，会吸引周边城市的资源

要素，进而扩大其市场辐射范围，使相对偏远的城市沦为

“边缘区”。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区域空间分布也非均

衡，以2017年为例，澳门、香港、深圳、广州与珠海人力资

本水平较高，中山与东莞人力资本水平并不高，以中山为

例，其劳动人口约是珠海的4倍，教育投入却仅为珠海的

89.6%，这也导致中山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偏低。一方面，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过教育投入获得更多人力资本，

使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偏低的地区往往将资金与人才投入物质生产方

面更多一些，教育方面因回报周期长而对其投入有所减

少；另一方面，大湾区高校多聚集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城市，在吸引国际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上具有绝对优势，

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偏低的城市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培养

出来的大学生大多更愿意留在大城市，不愿再回生源地，

这也会造成城市经济发展差异。

3 结论

本文采用重心分析、Theil 指

数与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等方

法综合考察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关联

模式，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探寻

区域经济差异的驱动要素，得出

如下结论：（1）从经济重心移动轨

迹来看，经济重心靠近东南方向，

集中分布于深圳市与东莞市交界

的珠江沿岸区域，区域经济差异呈“先降后升”态势，东部

和南部地带是区域经济高密度地带。（2）从Theil指数来

看，区域经济差异与重心移动轨迹所表现出的内容基本一

致，即“先降后升”。区内差异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来

源，外围城市经济差异不明显，中心城市经济差异呈“先降

后升”态势。（3）从空间分布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空

间正相关性，且正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核心城市的辐射

效应发挥较大作用。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

呈“阶层固化”发展态势，中南部地带的城市（香港、澳门、

广州与深圳沿珠江口合围的“倒U”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较好，西部与东部地带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

升。（4）从因子作用强度来看，市场规模与人力资本是显著

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的主导因素。

综上所述，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必须

坚持“互联互通”理念，弱化行政边界范畴。设立统筹协调

机制，实现人才、资本、技术及商品等要素高效流转与集约

配置。同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划，提升城市人才吸引

力。既要不断优化人才引进优惠政策，也要加大教育经费

投入力度，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以人才驱动创新、创新促进

经济发展。此外，应当巩固核心城市优势，发挥其引领带

动作用。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需利用自身

资本、技术等优势，强化要素输出能力，发挥好辐射带动作

用，通过“涓滴效应”拉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表3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聚类

经济发展水平聚类

高水平

较高水平

一般水平

较低水平

低水平

2005年

香港、澳门

深圳、广州

佛山、珠海

东莞、中山

肇庆、江门、惠州

2017年

澳门

香港

深圳、广州、佛山、珠海

东莞、中山、惠州

肇庆、江门

表4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差异影响因子作用强度的变化趋势及排序

PDG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2005年

0.379

0.707

0.573

0.981

0.996

0.343

0.990

0.205

0.992

0.621

2006年

0.373

0.480

0.470

0.981

0.996

0.367

0.990

0.283

0.993

0.748

2007年

0.363

0.707

0.417

0.990

0.990

0.390

0.984

0.287

0.990

0.488

2008年

0.365

0.713

0.436

0.994

0.974

0.416

0.970

0.314

0.970

0.595

2009年

0.362

0.704

0.397

0.994

0.956

0.495

0.955

0.293

0.957

0.438

2010年

0.327

0.655

0.438

0.994

0.894

0.491

0.900

0.424

0.991

0.346

2011年

0.307

0.617

0.396

0.993

0.840

0.487

0.839

0.392

0.980

0.287

2012年

0.302

0.391

0.457

0.993

0.812

0.481

0.802

0.382

0.985

0.343

2013年

0.292

0.376

0.314

0.990

0.780

0.482

0.767

0.381

0.981

0.299

2014年

0.288

0.382

0.312

0.974

0.783

0.486

0.767

0.367

0.971

0.254

2015年

0.318

0.444

0.372

0.957

0.868

0.501

0.844

0.376

0.925

0.571

2016年

0.317

0.453

0.397

0.958

0.882

0.495

0.848

0.384

0.977

0.902

2017年

0.301

0.443

0.380

0.983

0.866

0.502

0.868

0.365

0.980

0.551

均值

0.330

0.544

0.412

0.983

0.895

0.457

0.886

0.343

0.976

0.496

排序

10

5

8

1

3

7

4

9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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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也

越来越严重，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经

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

段，经济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经济增长将会降低环境污染，也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

染之间呈现出“倒U”型曲线特征。那么经济增长与环境

冲突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非线性关系，这是值得深入研究

的问题。

中国的环境冲突问题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其中

部分文献研究了环境冲突的解决办法，另外一部分文献研

究了环境冲突的影响因素。环境冲突的解决办法方面：叶

琪（2015）[1]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冲突问题，

指出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下，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

合作等途径才能化解冲突。朱清海和宋涛（2015）[2]从交易

成本角度探讨了邻避环境冲突与治理问题，指出通过培育

共同利益代理人等措施来降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

本，从而降低环境冲突。王萍（2017）[3]认为，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是破解西北地区环境冲突的有效途径。赵闯和黄粹

（2017）[4]认为，与环境诉讼相比，环境谈判更适合解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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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对环境冲突的非线性影响

邓光耀 a,b

（兰州财经大学a.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b.统计学院，兰州 730020）

摘 要：文章利用PSTR模型研究了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对环境冲突的非线性影响，结
果表明：当人均GDP的对数值低于位置参数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冲突的影响显著为正；当人均
GDP的对数值高于位置参数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冲突的影响显著为负。当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时，环境冲突与人均环境污染物排放量正相关；另外，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减少环境冲突。因
此，中国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并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控制环境污染，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从而减少环境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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